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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会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吗？
———基于多层线性模型的实证研究

赵清军，何军

（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依托社会嵌入理论，探索文化差异与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内在逻辑和传导机制。 在此

基础上，利用中国汉语方言地理分布信息匹配 ２０１７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

验。 研究表明：农业转移人口跨地域流动形成的文化差异对其城市融入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在缓

解内生性问题、遗漏变量检验和排除地理因素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

发现，文化差异对流入非省会城市及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水平的阻碍效应更大；机制分析

表明，文化差异可以通过抑制社会网络、强化社会规范和降低社会信任间接阻碍农业转移人口的城

市融入水平，但文化差异发挥的直接效应更大。 本文的结论对加强地域文化理解、优化社会资本结

构和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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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相关制度的改革，绝大多数城市已逐步降低落户门槛，甚至完全

放开落户限制，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难度大大降低，但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效果并不明显。
根据国家统计部门数据，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值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６．２％增加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１８．０２％，且二者的差值不断增大。 同时，多项实证研究显示，近年来农

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的意愿相对较低，甚至出现下降趋势 ［１－３］ 。 若数以亿计的农业转移人口

长期滞留于城市边缘，不能有序实现市民化，将直接影响城乡融合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而且还会损害社会的凝聚力。 为此，“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全

面融入城市，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因此，深入探讨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

入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
长期以来，学界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开展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的经济

和制度环境方面，以及微观个体层面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等方面考察其影响因素，
但是随着农业转移人口流动时间的延长以及自身经历的积累，经济理性、制度约束和个体特征

的作用逐渐减弱，社会理性等因素开始发挥作用 ［４］ 。 一方面，随着城乡劳动力市场均等化和产

业结构调整进程的加速推进，以及户籍、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制度的约束不断放松，阻碍农业转移

人口融入城市的体制机制障碍正在逐步破除。 另一方面，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农业转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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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迁入地获得的社会经济回报的边际效用大幅降低，而对迁出地的“乡土情结”却愈发浓厚，非
正式制度在其城市融入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农业转移人口成长于特定的环境中，已被深深

地烙上地域文化的印记，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背后是不同地区之间文化的冲突与适应。 既有文

献也基本认同农业转移人口的迁移行为深受文化传统和固有价值观的影响，认为文化差异通过

社会认同来影响农村人口的流动成本，进而制约其流动意愿 ［５］ ，并且迁入地与迁出地之间的文

化差异（如语言、宗族等）还通过增加迁移预期成本，阻碍两地间人口的自由流动 ［６－８］ 。 还有研

究认为，方言距离和方言多样性严重削弱了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 ［９－１０］ ，而讲本地话则有助

于增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１１］ 。 然而，文化差异作用于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理论黑箱”
未被打开，文化因素在微观层面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尚不得而知。 迁入地与迁出地之间的文化差

异是否成为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的隐形壁垒？ 如果有影响，其中的影响机理是什

么？ 鉴于此，本文基于《汉语方言大词典（修订本） 》①的方言区信息，全面评估文化差异对农业

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阻碍效应、异质效应以及传导机制，为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

市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需要逐步实现经济整合、文化接纳以及

行为适应，最终达到身份认同 ［１２］ 。 这不仅是职业和地域的转变，也是户籍和社会身份的转变，
还涉及心理状态、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多重转变。 根据社会嵌入理论，经济行动是一种社会

行动，个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均嵌入特定的经济制度、文化环境和社会结构 ［１３］ 。 农业转移人

口在迁入地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深受迁出地的文化习俗影响，城市融入状况也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其所处的文化情境。 文化作为一个群体或社会所形成的共同价值体系，对群体内部成员

的态度和行为具有强烈的约束作用。 农业转移人口能否全面融入城市，关系从传统人到现代人

的发展转型问题，其实质是不断获取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 这种行为规范正是农业转

移人口个体角色所蕴含的文化内容的具体体现。
地域文化在嵌入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过程中，主要依赖差序格局人际网络、非正式规

范、关系型信任等乡土文化要素来实现观念、价值和行为准则的内在化。 具体而言，文化差异通

过强化熟人关系网络，抑制农业转移人口在迁入地社会网络的扩展和重构，导致对流入城市缺

乏认同感和归属感，无法产生主人翁意识。 同时，文化差异会通过社会规范的内化，自发地调整

农业转移人口在迁入地的认知、互动和行为决策。 但由于农业转移人口处于心理冲击和社会适

应的双重逆境中，只能被迫强化原有的社会规范，对流入城市缺乏信任感和安全感，无法真正融

入城市社会。 此外，文化差异还会通过增强农业转移人口对熟人的特殊信任，降低对陌生人的

一般信任，阻碍同城市居民的交流与融合，无法全面融入城市社会。 因此，本文基于中国农业转

移人口形成的特殊社会背景，依托社会嵌入理论，尝试从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及社会信任三条路

径出发，重新审视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文化壁垒（图 １） 。

图 １　 文化差异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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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修订本） 》 ，中华书局出版，２０２０ 年。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同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和历史传承

演化出不同的文化，农业转移人口跨地域流动的背后是文化环境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农业

转移人口的文化习性根深蒂固，导致社交网络在适应流入城市的居住环境、文化习俗以及生活

习惯过程中存在诸多障碍，难以同城市居民在社会规范与价值取向等方面达成一致。 这使得农

业转移人口在经历文化冲击后融入城市的过程变得漫长而艰难，加之部分城市居民对农业转移

人口存在心理排斥和认识偏见，使农业转移人口在互动过程中产生了心理距离，从而与城市居

民的社会距离逐渐增大。 因此，跨越不同地域文化使农业转移人口难以适应流入城市的生活方

式和风俗习惯，并阻碍了其融入城市的进程。 基于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 １：文化差异会阻碍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迁出地与迁入地间的文化差异越大，农

业转移人口在流入城市的融入水平越低。
在地域文化的影响下，背井离乡的农业转移人口更倾向于与文化相似的同乡发生互动。 在

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基于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核心的相互帮扶是其规避风险

的主要途径。 但是，这种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主体的社交网络，使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后缺

乏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和理解，导致其在城市中的亚文化环境进一步强化，从而降低其自身对城

市的心理认同和归属感。 与此同时，农业转移人口在流入城市重构社会网络的难度较大，导致

其社会网络的同质性程度不断增强，呈现出单一化和封闭性的特点。 然而，乡土社会网络的规

模小、紧密度高和同质性强，缺少向外延伸的途径，农业转移人口有限的社交范围成为其与城市

居民建立交往关系的主要障碍，难以形成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最终导致农业转移人

口在城市的边缘化地位的生产与再生产 ［１４］ 。 鉴于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 ２：迁入地与迁出地间的文化差异会通过抑制农业转移人口在流入城市社会网络的扩

展和重构，进而阻碍其融入城市。
地域文化是在特定区域内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作为特定社会群体的共同价值观念和行

为模式，塑造着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行为规范，对个体的意识和行为起着重

要的作用 ［１５］ 。 地域文化通过社会规范和社会准则等手段约束和限制农业转移人口的认知、互
动和行为决策。 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社会规范，相对于城市居民，在进城前农业转移人口长期

生活在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具有信息透明和对称的特点，其行动逻辑围

绕着面子和人情展开。 当农业转移人口由熟人社会进入城市的陌生人社会后，只能依靠社会普

遍规则来调节和规范自身行为，同城市居民在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较难达成一致，
导致农业转移人口在流入城市缺乏信任感和安全感，难以与城市主流文化相融合。 根据上述分

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３：迁入地与迁出地间的文化差异会通过强化农业转移人口原有的社会规范，进而阻碍

其融入城市。
社会信任与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它是一个地区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 ［１６］ 。 不同地域文

化背景的个体之间，因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不同，很难建立信任关系和认同感。 跨

地域流动的农业转移人口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主要依靠亲缘、血缘和地缘认同的同乡之间的

相互信任来建立合作关系和应对风险，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交流相对较少，这在一定

程度上呈现出有限信任对一般信任的挤出效应，大大降低了其对城市居民的信任。 同时，与城

市居民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也阻碍了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信任，而这种群

体排斥所产生的隔离效应进一步降低其对流入城市当地人的理解和自我身份的认同，最终无法

全面融入城市生活。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 ４：迁入地与迁出地间的文化差异会通过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在流入城市的社会信任，进

而阻碍其融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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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将 ２０２０ 年《汉语方言大词典（修订本） 》整理所得的方言数据与 ２０１７ 年中国流动人口

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简称 ＣＭＤＳ）进行匹配，该调查采用分层、多
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 ＰＰＳ 抽样方法，调查范围涵盖中国 ３１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 １５ 周岁及以上的男性和女

性流动人口，调查内容涉及流动人口的收支情况、就业情况、流动及居留意愿、现居地和户籍地

等信息。 该调查覆盖范围广、样本量大，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能够全方位地刻画农业转移人口的

城市融入状况，并且能在县级层面精确匹配到农业转移人口现居地与户籍地的方言类别。 在上

述匹配数据的基础上，整理匹配流入城市的社会经济数据。 最后，选取 １６ ～ ５９ 岁、拥有农业户

口（含农业转居民） 、流动原因为务工和经商的受访者作为研究对象，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

本，共获取 ９７６３３ 个有效样本。
（二）变量选取

１． 被解释变量

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城市性和现代性的获

得，这涉及心理状态、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多重转变 ［１２，１７］ 。 因此，本文重点关注农业转移人

口心理层面的城市融入，原因在于心理融入是城市融入的关键，只有农业转移人口在心理上真

正融入流入地城市社会，其城市融入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这不仅涉及农业转移人口对流入城市

生活环境的认知和感受，还包括其对城市居民的评价和自我身份的认同。 本文通过对城市感知

和自我感知 ２ 个维度的 ６ 个指标形成的城市融入综合指数，详细了解农业转移人口的总体城市

融入水平。 其中，城市感知使用问卷中“我喜欢我现在居住的城市 ／地方”和“我关注我现在居

住的城市 ／地方”来度量，自我感知使用问卷中“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其中一员” “我
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 “我感觉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 “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

了”来度量，相应的选项包括“完全不同意、不同意、基本同意、完全同意” ，依次赋值为 １、２、
３、４。

此外，本文认为城市感知和自我感知对城市融入同等重要，其中城市感知强调农业转移人

口在流入城市的生活感受，自我感知则强调其对自身融入程度的判断，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

可替代性，故采用 Ｓａｒｍａ［１８］提出的平均欧几里得距离法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综合指数。
该方法的主要思路是将多个维度视为多维空间中的一个点，这个点对应的是农业转移人口达到

的城市融入水平状况。 在多维空间中，有最优点和最差点两个基准点，农业转移人口达到的城

市融入程度可以被衡量为实际点到基准点的距离。 城市融入综合指数由实际点到最优点反向

距离与到最差点距离的平均值来衡量。 因而，相较于主成分分析法、熵权法、等权重法等线性加

权法，平均欧几里得距离法衡量的城市融入综合指数不存在完全可替代性，并且更具直观的意

义。 计算公式如下：

ＣＩ１ ＝ ∑２
ｉ ＝ １ｄ２ｉ ／ ２ ， ＣＩ２ ＝ １－ ∑２

ｉ ＝ １（１－ｄ２ｉ ） ／ ２ ， ＣＩ ＝ （ＣＩ１＋ＣＩ２） ／ ２ （１）

ＳＩ１ ＝ ∑６
ｉ ＝ ３ｄ２ｉ ／ ４ ， ＳＩ２ ＝ １－ ∑６

ｉ ＝ ３（１－ｄ２ｉ ） ／ ４ ， ＳＩ ＝ （ ＳＩ１＋ＳＩ２） ／ ２ （２）

Ｉ１ ＝ （ＣＩ２＋ＳＩ２） ／ ２ ， Ｉ２ ＝ １－ （１－ＣＩ２） ＋（１－ＳＩ２） ／ ２ ， Ｉ ＝ （ Ｉ１＋Ｉ２） ／ ２ （３）
其中，ＣＩ１、ＣＩ２、ＣＩ 分别代表城市感知层面的实际点到最差点的距离、到最优点的反向距离

和平均距离，涵盖前 ２ 个子指标。 ＳＩ１、ＳＩ２、ＳＩ 分别代表自我感知的对应值，包含后 ４ 个子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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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１、Ｉ２、Ｉ 分别代表综合考虑城市感知和自我感知的实际点到最差点的距离、到最优点的反向距离

以及平均距离，Ｉ 是城市融入总指数。
２． 解释变量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所构成的复合体，包括道德法则、风俗、语言、知识、艺术

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 ［１９］ 。 已有研究多采用语言作为文化的代理变量，认为语言是

文化的综合表征，能够很好地兼顾文化的传承、分化与同化 ［２０－２１］ 。 鉴于此，基于现有研究成果

和中国多语言的特殊国情，以及本文所考察的对象农业转移人口主要使用方言作为交流的主要

媒介，以方言距离表征文化差异更加符合现实情境。 具体度量方法如下：
按照《汉语方言大词典（修订本） 》中的汉语方言分区，将汉语方言层次划分为三级：方言大

区→方言区→方言片。 其中，方言大区 １０ 个、方言区 １７ 个、方言片 ９７ 个，共涵盖 ２５９６ 个县

（市、区、旗） 。 尽管方言单位不同于行政单元，但是一个县往往只有一个方言片。 本文首先以

９７ 个方言片识别农业转移人口迁出地和迁入地县域所属的语言种类，然后根据县与县之间的

方言距离来测量农业转移人口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文化差异。 具体赋值规则如下：当两个县属于

同一方言片时，方言距离为 ０；属于同一方言区的不同方言片时，方言距离为 １；属于同一方言大

区的不同方言区时，方言距离为 ２；属于不同方言大区时，方言距离为 ３。
３． 控制变量

依据 ＣＭＤＳ２０１７ 问卷，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本文控制了可能影响城市融入的变量，主要包

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住房状况、家庭收入、就业身份、本地

留居时间、流动范围等个体特征。 此外，考虑到不同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本文将《中
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２０１７》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１７》与 ＣＭＤＳ２０１７ 数据相匹配，选取城市

规模、商品房价格、工资水平、基础教育水平、医疗服务水平等城市特征作为控制变量。 需要说

明的是，本文继续采用平均欧几里得距离法测量基础教育水平和医疗服务水平。 变量定义与描

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城市融入水平 根据平均欧几里得距离法计算所得 ０．７１３０ ０．１４２７

方言距离 同方言片 ＝ ０，同方言区的不同方言片 ＝ １，同方言大区的不同方言区 ＝ ２，不同方言

大区 ＝ ３
１．６３７８ １．２３９８

性别 男 ＝ １，女 ＝ ０ ０．５６７２ ０．４９５５

年龄 受访者年龄（周岁） ３５．１９０３ ９．４５０５

年龄平方 年龄×年龄 ／ １００ １３．２７６７ ６．９７０２

婚姻状况 在婚 ＝ １，其他 ＝ ０ ０．８２３１ ０．３８１５

受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上 ＝ １，其他 ＝ ０ ０．３３０３ ０．４７０３

健康状况 健康或基本健康 ＝ １，其他 ＝ ０ ０．９８２０ ０．１３２９

住房状况 自有产权 ＝ １，其他 ＝ ０ ０．２０２１ ０．４０１５

家庭收入 受访者家庭人均收入的自然对数 ７．６２３６ ０．６０４２

就业身份 自雇 ＝ １，其他 ＝ ０ ０．３６８２ ０．４８２３

本地留居时间 受访者在本地居住时间（年） ５．５２１０ ５．８２５３

流动范围 跨省流动 ＝ １，省内跨市 ＝ ２，市内跨县 ＝ ３ １．６４７４ ０．７４７２

城市规模 中小城市 ＝ １，大城市 ＝ ２，特大城市 ＝ ３，超大城市 ＝ ４ ２．０４０８ ０．９１９２

商品房价格 流入城市商品房均价的自然对数 ８．９７９０ ０．６３８７

工资水平 流入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自然对数 １１．１５２９ ０．２３１４

基础教育水平 流入城市生均小学教师数和生均中学教师数的平均欧几里得距离法计算得分 ０．２３８１ ０．０９７４

医疗服务水平 流入城市人均病床数、人均医生数和人均医院数的平均欧几里得距离法计算得分 ０．１９１８ ０．０７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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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的观测数据不仅包括个体层次的数据，还包括城市层次的数据，是典型的嵌套数

据结构，即“个体”嵌入“城市” 。 此时，不同层次个体间的相关性小于相同层次个体间的相关

性，这将导致样本数据不再具有独立同分布性质，如果忽略因多层次数据结构导致的独立性假

定不满足的问题，回归模型的结果可能出现严重偏误。 为此，本文采用多层线性模型来检验文

化差异是否阻碍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 模型设定如下：
个体层次：Ｙ ｉｊ ＝ β０ｊ＋β１ｊＸ ｉｊ＋ε ｉｊ （４）
城市层次：β０ｊ ＝ γ００＋γ０１Ｗ ｊ＋μ０ｊ （５）

β１ｊ ＝ γ１０＋γ１１Ｗ ｊ＋μ１ｊ （６）
个体层次模型和城市层次模型合并形成混合模型：

Ｙ ｉｊ ＝ γ００＋γ１０Ｘ ｉｊ＋γ０１Ｗ ｊ＋γ１１Ｗ ｊＸ ｉｊ＋μ０ｊ＋μ１ｊＸ ｉｊ＋ε ｉｊ （７）
其中，Ｙ ｉｊ代表城市融入水平；Ｘ ｉｊ代表个体层次影响因素；Ｗ ｊ代表城市层次影响因素；β０ｊ和 β１ｊ

为个体层次的系数，γ００，…，γ１１为城市层次的系数，ε ｉｊ、μ０ｊ和 μ１ｊ表示随机扰动项。 迁入地的组间

变异（ τ００）即为 μ０ｊ和 μ１ｊ的方差，个体之间的组内变异（σ２）即为 ε ｉｊ的方差，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

入水平在其迁入地的组内相关系数（ ＩＣＣ）可表示为： ＩＣＣ ＝ τ^００ ／ （ τ^００ ＋ σ^２ ） 。 根据 Ｃｏｈｅｎ［３４］的研

究，当 ＩＣＣ＞０．０５９ 时，组间变异就不可忽略，需要采用多层线性模型。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的核心目标在于考察文化差异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阻碍效应。 需要采用零模

型来检验样本数据是否适用于多层线性模型，即构建一个不包含任何解释变量的多层线性模

型，以考察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水平的总体变异中有多大程度是由城市层面组间差异造成

的。 表 ２ 第（１）列的零模型估计结果显示， ＩＣＣ 为 ０．１３７７，远大于 ０．０５９，这说明农业转移人口

的城市融入水平在不同城市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约 １３．７７％的总差异是由城市的不同引起的，
应采用多层线性模型。 同时，为了刻画不同因素对城市融入的影响，本文采用逐步回归的方式，
依次加入方言距离、个体特征和城市特征。 第（ ２）列结果显示，在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

下，方言距离对城市融入水平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第（３）列和第（４）列的结果表明，依次加入个

体特征和城市特征后，方言距离的系数大幅下降，但仍十分显著。 其中，第（ ４）列的全模型显

示，方言距离每增加一个层级，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水平将会下降 ０．００４４ 个单位。 这初步

验证了研究假说 １ 的预期。
此外，第（４）列的个体特征结果显示，年龄与城市融入水平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倒 Ｕ 型特

征） ，随着年龄的增长，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水平逐步提高，但到一定年龄后城市融入水平

开始下降，这与诸多文献的发现一致 ［２２］ 。 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住房状况均对城

市融入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在婚、高中以上学历、身体健康、拥有自有产权住房的农业

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水平更高。 家庭收入的增加能够显著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水平，
这是因为收入最大化是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务工的主要动力，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其融入

城市的经济能力也在不断增强。 自雇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水平更高，主要是因为自雇的

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更高，融入城市的能力也就更强。 农业转移人口在本地留

居时间越长、流动范围越小，城市融入水平越高。 在城市特征方面，流入城市的商品房价格对城

市融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久居高位的房价和持续上涨的租金导致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生活

的成本不断提高，严重影响了其融入城市 ［２３］ 。 流入城市的医疗服务水平对城市融入具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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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影响，这充分显示出城市公共卫生服务对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的吸引力 ［２４］ 。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Ｎ＝ ９７６３３）

　 　 变量 （ １） （ ２） （ ３） （ ４）

方言距离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０８）

性别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０）

年龄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０４）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０６）

婚姻状况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０２３）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２１５∗∗∗（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２１５∗∗∗（ ０．００１３）

健康状况 ０．０２０９∗∗∗（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２１１∗∗∗（ ０．００３８）

住房状况 ０．０３６３∗∗∗（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３６１∗∗∗（ ０．００２８）

家庭收入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０１５）

就业身份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０１５）

本地留居时间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１）

流动范围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０１４）

城市规模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１）

商品房价格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１００）

工资水平 －０．０２２８（ ０．０２２３）

基础教育水平 ０．０２３９（ ０．０２２２）

医疗服务水平 ０．１０６７∗（ ０．０５５９）

常数项 ０．７３０３∗∗∗（ ０．００３４） ０．７４３６∗∗∗（ ０．００３４） ０．５３３９∗∗∗（ ０．０１５８） ０．９９７９∗∗∗（ ０．２１５８）

城市层面随机截距项

方差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０２）

组内相关系数 ０．１３７７∗∗∗（ ０．０１１９） ０．１２２６∗∗∗（ ０．０１１１） ０．１０４７∗∗∗（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９４５∗∗∗（ ０．０１０２）

Ｗａｌｄ卡方值 １２０．７２００∗∗∗ ８１４．３２００∗∗∗ ８９３．８７００∗∗∗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分别表示估计参数在 １０％、５％、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下表同。

（二）内生性讨论

本文旨在识别文化差异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上述回归结果也表明整体影响非

常显著，但由于忽略样本选择和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偏误。 首先，
ＣＭＤＳ２０１７ 的调查对象为非本县户口的流入人口，而已经取得本地户籍的个体则被排除在外，
该部分个体的城市融入水平明显更高，这将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 其次，方言是区域文化的

载体，方言距离对城市融入的影响实际上可能是源于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而非方言本身，比如

风俗习惯等。 这些反映迁出地与迁入地间差异性的双边因素，既可能与两地间的方言距离具有

相关性，又可能是影响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 但是，该类因素难以准确度量和刻画，在研究模型

中常常被忽略，从而产生遗漏变量问题。 为此，本文尝试采用工具变量法和遗漏变量检验两种

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
１． 工具变量检验

参考李仲达等 ［２５］的研究，本文引入姓氏距离作为方言距离的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处理。
一方面，已有研究表明姓氏分布和语言密切相关，各方言区内部人口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姓中，而
且随机同姓率①非常高，比如闽语中姓陈和姓林的人数最多，占比分别为 １３．４％和１２．８％，方言

区内部的随机同姓率高达 ５．３４％ ［２６］ 。 另一方面，姓氏是由祖辈确定的，不会直接影响农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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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城市融入水平。 可见，从逻辑上讲，姓氏距离能够同时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两个条件。
估计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

变量

２ＳＬＳ ＥＲＭ

方言距离 城市融入水平 方言距离 城市融入水平

（１） （ ２） （ ３） （ ４）

方言距离 －０．０２４３∗∗∗（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１５６∗∗∗（ ０．００１０）

姓氏距离 ２．３７９０∗∗∗（ ０．０２７０） ５．２９９１∗∗∗（０．０３４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弱工具变量检验 Ｆ值 ５１４４．７５００∗∗∗

内生性检验 ５３．８６８５∗∗∗

残差项相关性 ０．０５５８∗∗∗（ ０．００７５）

Ｗａｌｄ卡方值 ８１２５．９６００∗∗∗ ７０７２．６３００∗∗∗

观测值 ８１５５６ ８１５５６

　 　 首先，采用 ２ＳＬＳ 模型进行估计。 从表 ３ 第（１）列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来看，姓氏距离对方

言距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姓氏距离与方言距离高度相关，满足相关性要求。 稳健 Ｆ
统计量为 ５１４４．７５，远大于常用临界值 １０，故认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 从内生性检验结果来看，
拒绝了方言距离是外生的原假设。 从第（ ２）列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来看， 方言距离的系数为

－０．０２４３，且显著，相对表 ２ 中的系数变大，且标准误也更大，表明基准回归低估了方言距离的阻

碍效应。
此外，考虑到潜在内生变量方言距离是有序分类变量，采用 ２ＳＬＳ 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

方言距离的有序分类属性，不能完全利用信息，从而导致估计效率有所损失。 为此，本文采用扩

展回归模型（ＥＲＭ）中的内生线性模型进行重新估计。 该模型不仅能够处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

和样本选择偏差的内生性等问题，还支持内生解释变量为有序分类变量的回归。 从表 ３ 第（ ３）
列内生变量估计结果来看，姓氏距离对方言距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也验证了工具变量满足

相关性要求。 第（４）列的主回归结果显示，方言距离对城市融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系数为

－０．０１５６，相较于第（２）列中的系数变小且标准误也有所下降，说明 ２ＳＬＳ 模型估计存在有效性

损失。 残差项相关性检验表明，内生变量回归和主回归的相关性显著，表明方言距离的确是内

生变量。 经过内生性处理后，ＥＲＭ 模型与 ２ＳＬＳ 模型的估计结果以及表 ２ 模型中的影响方向和

显著性一致，充分说明方言距离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水平的负向影响是稳健的，这进一步

支持了假说 １。
２．遗漏变量检验

为了解决遗漏变量问题可能导致的估计结果偏误，上文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了相应处理。
此外，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思路来解决这一问题：如果存在遗漏变量，系数偏误能有多大？ 是否会

影响本文的结论？ 为此，本文使用 Ｏｓｔｅｒ［２７］提出的方法来检验潜在的遗漏变量及其对回归结果

的影响，即当回归模型存在某些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时，可通过计算估计量 β∗近似获得方言距

离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水平的一致估计：

β∗≈β －δ（ β０－β ） ×（Ｒｍａｘ－Ｒ ） ／ （Ｒ －Ｒ０） （８）
其中，β∗代表方言距离对城市融入的影响，β０ 和 Ｒ０ 分别表示加入受约束控制变量时，方言

距离的参数估计值和拟合优度。 β 和Ｒ 分别表示加入全部可观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时，方言距离

的参数估计值和拟合优度。 δ 代表可观测变量与不可观测变量对城市融入解释力的比值。 Ｒｍａ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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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所有遗漏变量能够纳入模型时回归方程的最大拟合优度。
根据 Ｏｓｔｅｒ［２７］的建议，本文将 Ｒｍａｘ设定为基准回归方程拟合优度的 １．３ 倍，β ＝ ０，此时 δ 的值

为 １．５７１５＞１，说明方言距离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水平的影响非常稳定，不会因遗漏变量而

发生显著变化，再次证实了研究假说 １。
（三）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实证模型中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和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本文通过加入尽可能多

的控制变量加以缓解，并运用工具变量法和遗漏变量检验两种方法对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检

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还运用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４。
表 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调整解释变量 更换被解释变量 排除地理因素

跨方言片 跨方言区 跨方言大区 城市融入水平

（１）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方言距离 －０．００６５∗∗∗

（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９２∗∗∗

（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１０７∗∗∗

（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５４２∗∗∗

（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５９２∗∗

（ ０．０１８８）

－０．００３５∗∗∗

（ ０．０００８）

地理距离 －０．０００８∗∗∗

（ ０．０００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层面随机截距项方差 ０．００１９∗∗∗

（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９∗∗∗

（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８∗∗∗

（ ０．０００２）

０．１４９６∗∗∗

（ ０．０１９８）

０．２６９３∗∗∗

（ ０．０４９５）

０．００１８∗∗∗

（ ０．０００２）

组内相关系数 ０．０９５５∗∗∗

（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９５３∗∗∗

（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９４８∗∗∗

（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４３５∗∗∗

（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７５７∗∗∗

（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９４７∗∗∗

（ ０．０１０１）

Ｗａｌｄ卡方值 ８６３．７６００∗∗∗ ８７９．６５００∗∗∗ ９１７．５４００∗∗∗ １２７７．４７００∗∗∗ ４２０．５４００∗∗∗ ９１９．２４００∗∗∗

观测值 ９７６３３ ９７６３３ ９７６３３ ９７６３３ ９７６３３ ９７６３３

　 　 １． 调整核心变量

本文先调整解释变量的赋值，将方言距离划分成 ３ 个虚拟变量，分别为跨方言片、跨方言区

和跨方言大区，调整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见表 ４ 前 ３ 列。 可以看出，无论在哪个层级下，跨方

言流动总会显著抑制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水平，且阻碍效应随着方言距离的增加而逐步增

大。 此外，运用两个与被解释变量高度相关的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是通过问卷中“今后一

段时间，您是否打算继续留在本地？”来测量，将选项“是”赋值为 １，其他赋值为 ０；二是通过题

项“如果您符合本地落户条件，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来测量，将选项“愿意”赋值为 １，
其他赋值为 ０。 重新估计的结果见第（４）和第（５）列，即使更换城市融入的不同衡量指标，仍然

得出与表 ２ 同样的结论，这充分表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２． 排除地理因素的影响

此外，由于方言的形成与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地理距离相近的两地方言也更相似，农业

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意愿也会更高。 为排除地理距离的作用，本文引入迁出地与迁入地间的地

理距离作为控制变量，第（６）列的估计结果显示方言距离的阻碍效应非常显著，并且地理距离

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地理距离确实阻碍了城市融入。 但在剥离地理距离作用后，文化差

异的阻碍效应依然存在，再次表明本文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四、进一步讨论

（一）异质性分析

前文的分析已经证实文化差异会阻碍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不过只是平均意义上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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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并未考虑农业转移人口的内部差异与分化。 鉴于此，本文接下来重点从迁入地区和迁徙个

体角度考察文化差异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影响的异质性。 结果见表 ５。
表 ５　 迁入地区与迁徙个体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省会城市 非省会城市 新生代 老一代

（１） （ ２） （ ３） （ ４）

方言距离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９∗∗∗（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１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 市 层 面 随 机 截 距 项

方差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８∗∗∗（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２）

组内相关系数 ０．０２７２∗∗∗（ ０．００７４） ０．１０４６∗∗∗（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９３５∗∗∗（０．０１１０） ０．０８５４∗∗∗（ ０．００８９）

Ｗａｌｄ卡方值 ８３８．４４００∗∗∗ ６７７．３５００∗∗∗ ８０５．９０００∗∗∗ ７０４．４０００∗∗∗

观测值 ４７４３０ ５０２０３ ５７３０３ ４０３３０

Ｓｕｅｓｔ检验 ３９２．０６００∗∗∗ ９３．８４００∗∗∗

　 　 １． 迁入地区差异

第（１）列和第（２）列汇报了流入省会城市与非省会城市的区别，无论是流入省会城市还是

非省会城市，方言距离对城市融入的影响均显著为负，并通过了 Ｓｕｅｓｔ 检验，说明方言距离对不

同迁入地区的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文化差异对流入非省会城市的农业

转移人口的阻碍效应更明显。 这主要是因为作为各省份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省会城

市的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包容性更强，农业转移人口面临的文化壁垒更弱。
２． 迁徙个体差异

按照惯例，本文将 １９８０ 年以前出生的划定为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１９８０ 年及以后出生的

归为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 第（３）列和第（４）列显示了新老两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区别，总体上，
方言距离对新老两代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水平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并通过了 Ｓｕｅｓｔ 检验，说
明文化差异对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影响更大。 这主要是因为，对于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而

言，老家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更为重要，他们人虽在城市务工，但根在农村，对流入城市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并不强烈，以方言为代表的地域文化对其融入城市生活造成的影响更大。
（二）影响机制分析

结合前文的分析框架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 Ｋａｒｌｓｏｎ 等 ［２８］提出的 ＫＨＢ 方法对文化的阻

碍效应进行分解，该模型能够将回归系数的变化分解为标尺改变效应和混杂效应，适用于嵌套

模型间的系数比较。
社会网络是指个体之间因社会互动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实际上，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的

过程也是社会网络重构的过程，而参与不同团体活动的总体情况能够直接反映其自身的社会网

络及其资源含量 ［２９］ 。 本文通过问卷中“２０１６ 年以来您在本地是否参加过工会、志愿者协会、同
学会等组织的活动”来测量社会网络，将参加过 １ 项及以上的赋值为 １，未参加过的赋值为 ０。
社会规范是历史形成的或固定的行为及活动的标准，能够内化为个人意识，影响人的行为 ［３０］ 。
本文通过题项“按照老家的风俗习惯办事对我比较重要”来测度社会规范，将同意赋值为 １，不
同意赋值为 ０。 中国人的信任以关系为基础，农业转移人口在流入城市的社会信任嵌入人际交

往，其交往范围越小、越封闭且交往对象的同质性越高，对其他群体的信任度越低 ［３１］ 。 因此，本
文通过题项“您业余时间在本地和谁来往最多”来测度社会信任，将选项“很少与人来往”和“同
乡”赋值为 １，其他赋值为 ０。

表 ６ 报告了基于 ＫＨＢ 方法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方言距离对城市融入的总效应和直接效

应均显著为负，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的间接效应也显著，这意味着方言距离会通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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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间接阻碍城市融入。 具体而言，方言距离对城市融入的直接效应

占据主导地位，而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三个中介变量发挥的间接效应居于次要位置，
贡献率仅为－２％ ～ ５％。 由此可见，文化差异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水平的直接影响更大，而
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的间接效应也不容忽视，文化差异会通过抑制社会网络、强化社

会规范和降低社会信任，间接阻碍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本文的假说 ２ 至假说 ４ 均得到了

证实。
表 ６　 文化阻碍效应的影响机制分析

变量

被解释变量：城市融入水平

社会网络 社会规范 社会信任

（ １） （ ２） （ ３）

方言距离

总效应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００５）

直接效应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００５）

间接效应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Ｒ２ ０．０９００ ０．１０００ ０．０９００

观测值 ９７６３３ ９７６３３ ９７６３３

五、结论与启示

农业转移人口的迁移行为嵌入特定的经济制度、文化环境和社会结构，而不同区域间的文

化差异对其融入城市的程度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本文从社会嵌入理论，从社会网络、社会规

范和社会信任三条路径出发，深度剖析文化差异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内在机制。 随

后，结合 ＣＭＤＳ２０１７ 数据与《汉语方言大词典（修订本） 》的方言区信息，实证检验文化差异对农

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 研究发现，文化差异显著阻碍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考虑到

可能存在样本的内生性问题，运用工具变量法和遗漏变量检验予以克服，并通过调整核心变量

和排除地理因素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此结论依然成立。 此外，文化差异的阻碍效应还存在异质

性，相对于流入省会城市和新生代的农业转移人口，文化差异对流入非省会城市和老一代农业

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的抑制作用更大。 进一步研究发现，文化差异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

影响不仅存在直接效应，还会通过抑制社会网络、强化社会规范和降低社会信任间接阻碍其城

市融入，但总体上文化差异的直接效应更大。
上述研究结论对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和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具有重

要的政策启示。 第一，加强地域文化交流，减少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障碍。 由于方言、风俗习

惯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主流文化圈，从而对流入城市缺乏认

同感和归属感。 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加大普通话推广普及力度，提高地区间文化交流与互动

的广度和深度，增强地区间的文化认同与信任关系，弱化农业转移人口的地域观念和社会排斥，
消除跨文化流动带来的社会距离。 另一方面，需要整合当地政府部门、企业和社区的力量，积极

组织开展跨地区文化交流活动，加强本地居民与农业转移人口在思想、情感和生活等方面的沟

通和交流，增进相互间的文化认同、感情融合以及生活模式的接纳与认可。 第二，优化社会资本

结构，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水平。 农业转移人口对迁出地社会关系网络的依赖较高，很
难建立与流入城市居民的互信关系和人际纽带，导致其身份认同感弱、心理融合度低，无法真正

融入城市。 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社区的社会融合功能，拓展农业转移人口参与社区建设的渠道，
使其在社区自治参与中扩展人际关系网络，增强与本地居民的社会信任。 另一方面，开展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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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社区文化生活，吸引和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参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群体间以及与城市居

民间的信息交流和资源互换，提升其在流入城市的被认同感和社会资本获得，从而加快农业转

移人口融入城市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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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１

第 ２ 期 赵清军，何军 　 文化差异会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吗？


